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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之魔童闹海》：

中国神话反抗叙事的两重改写

“一分为二”看《平原上的火焰》
■文/雷晶晶

■文/王 霞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当大众沉浸在《哪吒2》现象级的文

化再生产狂欢时，也是在对哪吒这个从

西魏宗教壁画走下来，走进明代神魔小

说，走进当代银幕的IP形象进行着一次

次的文化反刍和价值追认。脚踏风火

轮、手持火尖枪的少年叛逆者，在世代累

积成型的神话文本中穿越千年，如今凭

借大型的 AI 模型和粒子流系统为古老

神祇搭建出的数字技术平台，变身“魔

童”，将神话文本中的“天选之人”、亲子

伦理重新编入时代症候对个体命运与权

力秩序的现实焦虑，对中国传统文化符

号完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扩容和价

值解码。

“天选之人”与“魔丸”身份

《西游记》《红楼梦》中“灵石化生”的

超凡角色都被覆盖一层“谪凡度脱”的宗

教叙事，以化解他们的时代叛逆行为与

森严的秩序世界的冲突性。《封神演义》

由佛入道，哪吒的灵珠转世或石矶娘娘

的石精化形尽奉“天道秩序”，它们的命

运叙事越是霸道残酷，越显得其中的“叛

逆”直接狠绝。封神世界展示天上人间

的道统争夺与秩序再生，“大道五十，天

衍四九”，不管是阐教“顺天”，呼应周礼

“道德根基”的等级制；还是截教“截天”，

主张“天竞自由”的“齐物论”，都不承认

有西方神话中不可撼动的“先验秩序”，

所以小说在人性、权力与命运之间留有

复杂的抗争空间。天道是因果，天道也

是人心，大人造命，修行改命，也呼应晚

明正兴的“心即理”的阳明心学。饺子导

演参考《封神演义》和1979年版动画《哪

吒闹海》，他的魔童哪吒，重新挖掘和改

写了中国神话的抗争性，让我们看到源

于中国上古神话“人定胜天”的文化根性

被找回来了。

这其中最重要的改写就是将哪吒三

太子的“灵珠”转世改成“魔丸”错投。“灵

石化生”作为“天选之人”，是各个文明传

说中普遍存在一种救世英雄的叙事模

式：非凡的出身和天赋，必肩负重大的历

史使命，需历经非常的磨难和挫折，终传

导正向的价值观，《奥德赛》、《西游记》中

的孙悟空，包括电影《沙丘》中的保罗都

是如此。但是这个“天选”，万一在程序

上出现了一个BUG，怎么办？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天生正义”的

质疑，试图发起“个体自由意志”对“必然

命运”挑战。这一设问，让哪吒人物内核

中的“抗争精神”面临新的叙事任务，也

即“魔丸”设定包含的两重焦虑：“命运”

和“偏见”，对应在《哪吒1》中，是时间上

高悬的天劫咒，空间上成长的禁锢性。

这双重焦虑因为片尾抗击天劫、肉身被

毁得到暂时释放。魔童哪吒看似中二病

似地暴走与愤怒行为，全部来自于他的

禁锢式成长，动画的视觉呈现就是，一方

面在每一个重要的命运节点都为哪吒安

排了一场陈塘关百姓的围观式暴力：出

生、首次遭霸凌、肉身被灭，反抗行为成

为他面对污名化的一种生理本能；另一

方面就是被结界兽禁足家中和被太乙困

在“山河社稷图”里的孤独成长。他的社

会人格养成不是被他者暴力围观的，就

是被伦理之爱搁置的。这一点，囚禁深

海不能示人的敖丙与哪吒相同，他们是

中国几代独生子女的内心画像：既处于

“天选之人”的宇宙中心，又是难以自我

认同的世界弃儿。

到了《哪吒2》中，“魔丸”设定为人物

又集结出新的焦虑：“肉体”与“身份”的

不自洽。 抗劫重生后，哪吒的在世行

走，仍不能摆脱“魔丸”命运对其个体存

在的贬低与禁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饺子始终没有将“封神榜”改写天地秩序

的大叙事与哪吒建立联系。所谓灵珠转

世的人生剧本背后是担负破纣辅周的急

先锋这一重大历史使命，那横生枝节的

“魔丸”，他的个体存在意义在哪里呢？

《哪吒2》中，“魔丸”的命运叙事被一再搁

置，他的个体抗争越是口号喊的响，场场

不重样，越是显现出人物的被动与无力，

甚至在一些场景里——如土肥坡艰苦卓

绝地奔赴呕吐物的戏谑桥段，叙事也在

有意调侃他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角色

设定。《哪吒2》的戏剧核心不是“闹海”而

是“重塑肉身”，这部续作进一步放大了

哪吒的“身体叙事”。视觉呈现上，围观

式的群众暴力化作鲁迅式的“无物之

阵”，一种制度意义上的绝对监督和自我

审视。“莲花化生”的经典情节，却让魔

童的肉身始终处于一种被塑造、被评论、

被否定的他者与自我的审视中。这一太

乙真人与陈塘关百姓共同完成的神仙杰

作，链接了影片中所有荒诞的喜剧性场

面。每每呈现它的仙性（圣洁与正气），

每每就进行屎尿屁式的调侃；每每要呈

现它的自性（愤怒与暴力），每每就提出

“行将崩裂”的危机叙事。特别是影片的

第二个叙事段落——魔丸与灵珠共用肉

身，升级打怪进入修仙秩序——更是对

哪吒躯壳做出了双重否定。完成这一叙

事任务的所谓正版哪吒，既不是敖丙，也

不是哪吒，而是一个被主流价值观（修仙

秩序）塑造的没有缺陷的小孩。哪吒的

抗争，如果不以揭露这个秩序的虚伪、疯

狂和残酷为前提，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完

成“重塑肉身”，再建自我。

两部影片中，哪吒的动画形象发生

过两次质变。《哪吒1》中的一次，是哪吒

出生时从一头身的邪恶肉球到二头身的

魔童的变化。《哪吒2》的一次，是天元鼎

里，二头身的魔童冲破穿心咒，撕裂的肉

身浴火重生为九头身的变化。第一次变

化的内心动力是“初生儿认母”，第二次

变化的内心动力是“青春期丧母”。母爱

叙事，在“魔童”哪吒中占据了重要篇幅，

以致于对“家庭伦常”的改写，直接关系

到影片的世界观的搭建。

父子、师徒与“天道秩序”

1979年版动画片《哪吒闹海》将《封

神演义》中哪吒与李靖之间不死不休的

极端冲突大大弱化，但仍然保留了“削骨

还父剔肉还母”的内容，尽管改为了“自

刎谢罪”，但这一情节却将影片叙事推到

了悲情顶点，成为经典场面。魔童系列

则完全抹平父子冲突，在魔童世界里，父

亲不再所代表和服务于垂直的父权秩

序。三个父亲：陈塘关总兵李靖、东海龙

王敖光、飞天瀑里开考仙补习班的申正

道，他们与其说是天地秩序里的重要一

环，莫若说是故步自封的一地霸主，天地

灭父与灭子一样，如同草芥。父与子是

横向关系，只指向族群利益，代表难于逾

越的固化阶层，他们是族群利益在时间

上的守卫者，过去的、现在和未来的。

同时影片中还出现三组师徒：太乙

和哪吒，申公豹与敖丙，无量仙翁和鹿

童、鹤童。他们之间不管是恩与义的相

互成就（师父负责各种擦屁股）、底层结

盟的相互支持（情分固在，为徒弟可以

杀人但不能自我牺牲）、上位者与晋升

者的相互利用（中国传统师徒制中绝对

的等级关系，这里格式化了恩情，是赤

裸裸的相互利用），都是一种是跨阶层

和族群的关系，都为这个权力结构固化

的神魔世界，提供了阶层松动、晋升与流

动的可能性。

父亲代表人族、龙族、妖族的血统，

师父则代表的不同阶层与权力资源。问

题在于，影片中改变天界、仙界、人间、妖

族之间的等级关系的唯一渠道被展示为

找对师父（门派）修仙——升级打怪的内

卷制度，并且代理阐教事物的无量天尊

不仅拥有唯一的阐释权，还将修仙扩大

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

业制度。进入秩序者，全部沦为劳动力

要素，他们可以同时是劳动者、生产资料

与消耗性产品。这才魔童哪吒系列对父

子关系改写的全貌：不是父子关系和解

了，而是将不合理的社会权力秩序演绎

成一个反霸权、反异化的乌托邦。

导演将秩序的霸道性与非正义性，

与哪吒自我价值的寻找建立关系。于是

哪吒的魔性被赋予为秩序之外的叙事引

擎，他既是被围观的对象，又是一个看

客。“升仙叙事”的文本中，魔童哪吒引导

的世界里，将边缘角色的反向塑造与哪

吒内心的主体性情绪结合起来。以土拨

鼠、鱿鱼精的蠢萌表现它们残酷的生活

实景；以石矶娘娘的简单虚荣表现她的

朴素追求；以玉虚宫的威严、圣洁，表现

无量仙翁代表的邪恶秩序；以申公豹一

家的积极向上表现它们被工具化的可

悲，用鹿童、鹤童行事的刻板与公正表现

他们的歧视与自卑……等等这些角色，

构成了所谓天道秩序的细节，也构成了

哪吒愤怒与反抗的底层情绪。

同时“升仙叙事”的文本之外，不管

是哪吒的魔丸升仙，还是敖丙的龙族升

仙都被指向了一场自欺与欺人的虚妄。

母爱则被影片划入了于整个天道秩序之

外，被阐释为人伦天性。殷夫人对无量

仙翁的怒斥，成为对所谓天道秩序的最

有力的否定者：用父母性命要挟孩子自

杀，连做人都不配，何况是仙——直接否

定了《封神演义》式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不断陷入因果的“弑子文化”与“弑父文

化”的千年轮回。这个改写无疑打开了

更大的叙事格局，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平原上的火焰》是张骥导演的首部

作品，改编自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

西》，由刁亦男监制，周冬雨和刘昊然主

演。尽管影片有着比较好的基础，在视

听风格和类型尝试上也有一定亮点，但

整体票房表现并不理想。这或许与影片

的某种“一分为二”特征有关。

《平原上的火焰》是一部在多个层面

上可以被“一分为二”的作品。首先体现

在观众的接受方式上。影片的观众大致

分为两类：一类是看过原小说或（及）剧集

的观众，他们在观影时会受到前作的影

响，将本片视为一个“格式塔”式的文本

——所有在电影中被省略或模糊的部分，

都可以借助原作经验进行补全与理解；另

一类则是完全不依赖前文本的观众，他们

将这部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作品

来体验，在这样的观看方式下，影片的结

构、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需要自洽，才能

形成完整的叙事逻辑。

其次，这种“一分为二”体现在影片

本身的结构与风格上。电影的时间线被

清晰地分割为 1997 年与 2005 年两个时

期，两部分的时长基本对等。这一时间

的对称性只是形式上的划分，而在更深

的层面，影片在美学风格、叙事重心以及

情感表达上，都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

异。1997年的部分更偏向现实主义，以

未被破获的犯罪事件为背景，铺陈出东

北工业城市转型期的社会图景；2005年

的部分则逐渐向黑色电影的风格靠拢，

在宿命感、人物刻画、情欲表达等方面强

化了这一风格的特质。但是，两部分的

融合显得并不十分紧密，使影片的整体

气质有所游移，并留下一些信息未能充

分交代的空隙。本文主要基于这一方面

展开讨论。

漫游—追寻

相比原著小说的多视角叙事，电影

选择了一条更为线性的路径，以庄树为

核心人物，贯穿整个叙事。他不仅是故

事的参与者，也是观众进入这座虚构的

东北城市——吉原市的媒介。

在1997年的部分，庄树处于一种无

目的的漫游状态。从人物层面来看，这

种漫游既是他个人身份未定的体现，也

折射出当时一类青少年的日常状态——

无所事事、游荡街头、打架、偷车，在无序

与迷茫中度过青春。从空间层面来看，

庄树的漫游也为影片提供了展现东北城

市空间的契机。尽管吉原市是虚构的，

但其空间肌理高度浓缩了 1990 年代中

后期东北工业城市的典型景观：破败的

厂区、斑驳的家属院、台球厅与酒吧混合

的娱乐场所、城市边缘的空旷田野，以及

工人的状态——窗外后景中走过的工人

群体、在供销社排队等待买断的职工，这

些场景和人群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性

表达。观众跟随庄树的漫游成为东北工

业转型期社会状态的观察者。

到了2005年，庄树的身份发生了变

化。他从游手好闲的少年成长为一名警

察，无目的的漫游变成了有目标的追

寻。而这一身份上的转变也带来了影片

风格的转向。如果说前半部分通过漫游

建构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城市观察，那么

后半部分则跟随庄树对案件的追寻逐渐

向黑色电影过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影片在后半部分依然围绕庄树的行动展

开，但城市的面貌却几乎没有发生变

化。街景、工人群体的处境等这些在现

实中也许会有所更迭的元素，在影片中

被淡化了。即便庄德增组织了一场工厂

老职工的聚会，但看不到工业转型对这

些人物的影响，工人们的境遇被模糊处

理，现实主义的社会观察在后半段逐渐

让位于类型化的叙事需要。

出走—沉沦

如果说庄树的成长轨迹是从漫游到

追寻，那么李斐则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

路。她从一个清晰的目标出发，却最终

在宿命的沉沦中失去方向。

影片前半部分对李斐的塑造是现实

主义的，她的每一次行动——学习绘画、

偷钱、买车票、与庄树见面——都具有明

确的指向性：离开吉原，去南方。在她的

想象中，深圳不仅是温暖的，更象征着某

种可能的未来。在那里，她能够接受更

好的教育，可以和李守廉、傅东心、庄树

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她的出走不是盲目

的逃离，而是对命运的主动干预。在

19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语境下，东北国

企改革带来的变化让“出走”成为一些年

轻人的选择，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

也承载着对身份、阶层流动的想象。

然而，蒋不凡的死亡成为决定性的节

点，阻断了李斐出走的可能。2005年，李斐

的生活已与她的理想背道而驰。她未能去

深圳，甚至未能走出吉原。车祸夺走了她的

左腿和左手，命运则剥夺了她对未来的想

象。她不再是那个拥有明确目标的少女，成

为了一个沉沦于痛苦与回忆中的幽灵。

影片后半部分的风格逐渐向黑色电

影转变，李斐的角色塑造正是这一转变

的关键。她不再是前半部分现实主义叙

事中的少女，而是被塑造成黑色电影中

“蛇蝎美人”——既是诱惑的，也充满危

险。这样的塑造使李斐在影片中的形象

呈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她是后半部分的

绝对主角，影片的情绪、氛围、宿命感都

围绕她展开。“平原”烟盒上的形象不断

召唤起观众对李斐少女时代的记忆，强

化了一种悲剧性的对照，这不仅是李斐

个体命运的悲剧，也意味着影片在主题

层面上的情绪表达。而另一方面，李斐

作为女性角色，又成为被奇观化、被凝视

的对象。她残缺的身体被展示，她的痛

苦被不断强调，而她的行动逻辑却未必

像前半部分那样符合现实主义的轨迹。

在黑色电影的框架下，李斐的形象部分

让位于类型化表达的需要，成为某种宿

命式女性形象的投影。

情感—欲望

影片最终的落点是庄树与李斐的爱

情，但实际上，片中的所有人物都被情感

所牵连。吉原这座正经历现代性洗礼的

东北小城，人与人之间依然维持着某种

前现代的情感纽带。该片编织了一张密

集的情感网络：庄树与李斐的爱情、蒋不

凡与庄树近似师徒的关系、李守廉与李

斐的父女情、李守廉与傅东心之间隐晦

的婚外情，傅东心与李斐的忘年之交等

等，但影片在呈现这些情感关系时，往往

只展现它们的结果，而缺乏足够的铺

垫。使得人物间的联系看似紧密，实则

少了真正的粘连。

比如，李守廉与傅东心的感情几乎

没有递进过程，观众只能接受这个“事

实”。李守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傅

东心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影片并未

给予明确线索。而这一设定反而削弱了

傅东心与李斐的联系——她们本可以是

一组镜像，但当傅东心的角色被赋予“我

爸也喜欢你”的身份后，两位女性之间关

系的复杂性被简化了。

庄树与李斐的感情更是一个需要明

确的问题。本应作为全片情感支柱的二

人关系，建立过程却着墨不够。少女时

代的李斐渴望出走，庄树似乎只是她向

傅东心描述的理想家庭中的一员，而非

真正的情感寄托。但到了影片的后半

段，二人重逢后的情感推进显得过于直

接，这种处理使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种

类型片式的“宿命吸引”，而不是现实逻

辑下的自然发展。

相比之下，影片对孙天博的欲望塑

造更具层次感。通过 1997 年诊所一幕

中递给痛哭的李斐手帕的简单动作，他

的角色动机得到确立，而后续的占有欲

则通过撞车、殴打、强制亲密接触等行为

不断递进。他的控制欲、暴力倾向、极端

情绪都经过完整铺陈，构建了一种令人

不适但无法忽视的张力，反倒比影片中

的“情感”更具说服力。

在影片临近结尾时，李斐对孙天博

的反杀成为全片的高潮段落。导演在这

一部分投入了大量篇幅，周冬雨也获得

了更多的表演空间，使这一场戏比蒋不

凡的死亡更具戏剧性和震撼感。这样的

选择显然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尤其在当

下的影视环境中，女性“反杀”能够引发

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带来一种“爽

感”。但是，这种“戏剧性”的强化也使影

片的重心发生了偏移。相比前两起案

件，李斐的杀人动机和杀人过程得到了

更为详细的表现，但它同时削弱了对早

前案件的关注，让影片滑向了流行的女

性复仇叙事。尽管这一转变在情绪上产

生了较强的震撼，却未能对影片之前积

攒的一些问题作出回应。

因此，即使该片在一些方面吸引了

观众的注意，但也在观感上呈现出某种

错位。它想要探讨人物之间的情感羁

绊，但最终，最有说服力的不是情感，而

是欲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隐秘的

情感流动，而是直白的身体暴力与极端

情绪。这种错位让影片始终未能找到一

个稳定的锚点，也留下了未竟的遗憾。


